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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

———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李在全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的北伐史研究，多从南方立论，以南北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近
年来，不少学者从更宽广视角，如南北地域、文化新旧、舆情互动等角度，重视“有形力量”之
外“无形力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以居京湘人黄尊三日记为主要史料，大体
可展现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对北伐之观感，战争中个体的纠结
与抉择以及战争对非战区民众生活之影响。与普通北方人相比，黄氏对南方的观察，包含着南
北地域交集复杂的立场与心态。作为北京政权的边缘人，黄氏对北京政府固无多少认同感，对
南方政权亦无多少向往与欣喜。战争造成了黄氏“归则无家，留则无食”的两难窘境，在多半时
间里，忧心、恐怖占据其心。在黄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名为“以党治国”，实则“以国殉党”。黄尊
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
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在战乱与信息管控的年代里，报刊等现代舆情工具在提供
讯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乱与谣言，而个体则倾向于在亲友言谈和信函中求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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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26 年至 1928 年的北伐战争，是现代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也占
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有关北伐史的研究，多以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也多是从南方( 国民
党、共产党、国共合作等) 角度进行探究①，这由于“北伐”二字内含从南方立论的意涵。近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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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春耕书局 1932 年版;王云五等编:《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国防部史
政局”编:《北伐战史》，台北，“史政局”1959 年版; Donald A. Jordan，The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Ｒevolution of 1926—
1928(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 7 辑( 护法与北伐)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2 年版;曾成贵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曾宪林等:《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北伐战争)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4 年版;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5 卷( 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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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状况有很大改变，不少学者考察范围不再囿于军政变动，且超越“南方”视角，而从更宽广视
角，如地域南北之别、文化新旧之争、社会舆情互动等角度，对北伐史进行了新的探索与诠释，成果
斐然。① 然而，北伐史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例如，缺乏微观个体人物，尤其是能涵盖南北、新
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之视角。居京湘人黄尊三及其日记，为从这一视角考察北伐史，提
供了可能性。
黄尊三( 1880—1950) ，字达生，湖南泸溪人。早年中秀才，后就读于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三

十一年( 1905) 由湖南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弘文学院、正则学校、早稻田大学预科。宣统元年
( 1909) 考入明治大学法科。武昌起义后短暂回国参与其事，不久再度赴日完成学业。1912 年 7
月回国，先后执教于江汉大学 ( 武汉) 、中国公学 ( 上海、北京) 等校，并任北京政府内政部佥事、
( 编译处) 编译等职。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教于国民学院( 北平) ，任教务长。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携眷南归，任教于湖南辰郡中学及省立四中，泸溪简易师范学校。1950 年 7 月
病故。②

黄尊三日记，名《三十年日记》，始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四月，终于民国 19 年( 1930) 十一月，
基本连续。③ 关于日记之目的，黄氏在自序中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记之作，意
在斯乎”，即在于督促自己，供修养之用。为黄氏日记作序的近代湖南名流周震鳞，谓黄乃“笃信谨
守之士”，“用写日记，以自克责”( 序言一) 。综观黄氏日记，确实可谓一部修身日记，这或许暗含一
定的“示人”意图。值得提醒的是，该日记在著者生前出版，付梓之前，应有不少删改。日记中也有
编改此前记述之处，如 1927 年前后“编留东日记”，后世研究者当注意及此。但这对该日记的史料
价值来说，总体上影响不大。学界对黄尊三日记之利用，主要集中于清末留日部分。④ 此后的日
记，尚未见系统利用、研究者。实际上，黄氏此后的日记，信息也很丰富，包含居京的工作著( 译)
述、交友应酬、社会文化活动及日常生活等。本文即利用黄氏日记之北伐前后部分，该部分日记载
述了黄尊三———一位居住北京⑤的南方人———对这场南北战争及由此引发的时局变动、政权更迭、
生活变化的观察与思虑。亲历者体验的“历史”，自然别有一番风味。

一、北方时局与生活

清末黄尊三赴日学习法科，民初回国后，有自己的活动圈子。除供职于北京政府内务部及讲
学、著( 译) 述外，不时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例如，参与北京“市民公会之筹备会”，被众推为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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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台北《新史学》第 5 卷第 1 期，1994 年;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
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台北，学生书局 1999 年版;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等等。

上述生平简介，根据黄氏日记，并参考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71—572 页。

黄尊三:《三十年日记》，湖南印书馆 1933 年版。事实上，黄尊三日记延及晚年，见《黄尊三日记选载》( 1935 年) ，《湘西文
史资料》第 3 辑，1984 年印行。其他年份日记不知现存何处。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三章中摘录利用过该日记(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
本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3—119 页) ，且将该日记翻译成日文( 黄尊三著，实藤惠秀、佐藤三郎译:《清国人日本留学
日记》，东京，东方书店 1986 年版) 。其他相关研究有:范铁权:《黄尊三留日史事述论———以黄尊三〈留学日记〉为依据》，《徐州师
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杨瑞:《辛亥变局与留日学人心态裂变———以湘人黄尊三心路历程为个案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
年第 10 期;李在全:《“新人”如何练就:清末一位留日法科学生的阅读结构与日常生活》，《史林》2016 年第 6 期;等等。

1928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京”改为“北平”。本文统一称为“北京”，简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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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章程起草员①;参与“建设学会”活动( 1924 年 5 月 13 日) ②;五卅惨案发生后，参与“沪案国民外
交会”，商议发行出版物事宜( 1925 年 7 月 2 日) ，等等。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从留日时代起，
黄倾向于地方自治、分权，不主张中央集权。加之，20 世纪 20 年代联省自治颇成潮流，故黄对以地
方自治为宗旨的社团活动颇为热心。1924 年 6 月 24 日记:“联治同志会筹备会于中央公园水榭，
到者七八十人”，黄被推为湖南筹备员之一。在“委员制”与“独裁制”争论中，黄亦坚持“委员制为
本会主张之特色”( 10 月 19 日) 。除参与民间社团活动外，黄对现实政治也有所关注，且有一定参
与:黄与北洋政治名流孙洪伊保持着密切联系，于 1925 年 10 月 23 日赴天津与孙面谈。1925 年许
世英出任段祺瑞执政府国务总理，黄多次拜访许氏( 1925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4 日，1926 年 1 月 6
日) 。

1920 年代的北京政府，财政陷入窘境，欠薪成为常态，索薪运动此起彼伏。黄供职的内务部亦
然，黄在其中颇为活跃。据报道，1922 年内务部索薪风潮，全体罢工，黄被推选为副代表，与相关方
面交涉。③ 次年，内务部员工继续索薪，成立“薪俸维持会”，黄被推选为代表会副主席。④ 证诸黄
氏日记，大体确是。1924 年 12 月 29 日记:内务部“已四月不发薪水”，员工遂“开索薪会”。黄被推
为代表，“当引同人至总长办公室代陈一切”，总长允诺发薪 1 月。众人不允，再三力争，总长许诺
发月半薪水，争执直至晚 7 时才停止。但事情并未结束，次日部中再开索薪会，“人多意见不一，总
次长均远避不到，扰扰至天黑，得五成薪水而散”。索薪运动严重影响北京政府之运转。1926 年 9
月、10 月，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顾维钧代国务总理。顾氏改组内阁时，内务总长张国淦即
“因节关发薪，大受部员纠缠，坚辞不干”。⑤ 9 月 21 日为中秋节，黄阅报获悉:此次节关，政府发库
券 300 万，现款 128 万。库券拨作京外军费，现洋各机关以二成发放，共需 27 万有余，外余百万则
作京内军警饷项。黄感叹:“军费既占如此巨额，国家财政，焉能整理。”京城如此，外省亦然。1926
年 2 月 13 日为大年初一，一位来自江西的友人谈及九江督办公署状况:“无事可办，无薪可发，颇难
支持。”黄感觉:内战频年，民穷财尽，“中央如此，外省又如彼，国事尚可为乎”。无疑，此时北京政
府是异常孱弱的中央政府。据《东方杂志》报道:“四年前，在徐世昌时代，政府命令只能行于北方
诸省。到了曹锟时代，统治的范围又缩小而只及于京畿。现在的段政府是更不行了，在名义上依然
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实际上政令已不行于都门之内”，并调侃称:“没有一个人拥护政府，没有一个
人在事实上承认它是政府，而政府的招牌还是照旧挂着，这样滑稽的事情，只有中国才有。”⑥

北伐军兴之前，虽欠薪成为常态，居京生活甚是不易，但相较于各地大小不一的军阀混战，北京

尚属安稳之区。1926 年 3 月 17 日，友人来访，谈及湖南故乡惨状，“实不忍闻”。这时黄感觉居住
北京，“如在天上，尚不知足，直自讨烦恼耳”。问题是，北京状况很快也发生变化。1926 年“三一
八”事件发生，当天日记:“下午二时，枕上忽闻枪声隆隆，约二十分钟，极为惊异。”黄感叹“政府之
横蛮如是，国事尚可问乎”。此后北京，纷纷扰扰，人心惶惶。1926 年 4 月，奉军战机多次飞临北京
上空，投掷炸弹 30 多枚，造成多人死伤惨剧。⑦ 此事对民众惊扰甚巨，黄氏家人也感到“惊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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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闻纪要》，《申报》，1922 年 6 月 28 日，第 7 版。
文中所引黄尊三日记，时间多为 1925 年至 1928 年，凡在正文中已经说明时间的，不再另注;若正文未说明，在文后用括号

注出。
《内务部罢工之武剧》，《申报》，1922 年 4 月 28 日，第 7 版。
《京机关大规模之索薪运动》，《申报》，1923 年 7 月 8 日，第 10 版。
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5 卷，第 159 页。
《杂评》，《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3 号，1926 年 2 月 10 日，第 2 页。
《奉飞机六次来京抛炸弹》，《申报》，1926 年 4 月 22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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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黄意识到困住京城有四大患:一是飞机投弹，生命随时可以告终;二是国民军驻满城内外，随时

可以入城哗变;三是战事日久，无职之人，满街满巷，随时可以掠夺; 四是米煤因交通断绝，运输不

来，断炊之患即在目前( 4 月 5 日) 。据报道:“近日的北京，已陷入于混乱、恐怖的境地中”，目前紧
要问题是“军队的复杂、军用票流通卷〔券〕的行用、地方治安的维持”。民众关切的是“交通的恢
复、粮食燃料的接济、军队的撤退”。① 证诸黄氏日记，亦大体如是，时局变动明显影响了京城民众
的日常生活。4 月 7 日深夜，“炮声隆隆，街市戒严”。4 月 10 日，黄本拟去医院诊病，因“政变发
生，铺店均关门，只得家居静养”。4 月 11 日，“一夜炮声隆隆，知战事即在近郊”。很快，冯玉祥国
民军撤出北京，奉、鲁势力迅速进入京津地区。在“反赤”名义下，恐怖事件层出不穷。据《申报》报
道，张宗昌在天津设立直鲁联军密查处，“明密稽察各一百……查拿赤党”。北洋元老王怀庆接任
京津卫戍总司令后，宣布保安办法，规定“凡宣传赤化者，概处死刑”，在京津地区大肆搜捕左派分
子和共产党人，派员到各学校“详加检查”。② 正是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不少社会名人惨遭杀戮。
4 月 28 日，黄得知“在京办理《京报》有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被张宗昌枪决，“各界多深惜之”。8
月，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也被杀害。受此刺激，8 月 17 日，黄起草了遗嘱，以备不测。所有这些
表明，此前蠖居北京尚存的些许安全感，如今荡然无存了。
北伐军兴后，北方各派势力分化重组，政局急剧变动，这牵动着黄氏的心思。1926 年 11 月 7

日，黄听闻张作霖有入关主政之说。18 日，黄获悉:天津开各省代表会议，共推张为大元帅。22 日，
报纸证实:天津会议，共推张为总司令，孙( 传芳) 、张( 宗昌) 、阎( 锡山) 为副司令，出兵 50 万南下，
黄“逆料南北大战，期将不远”。26 日，讨赤联军总司令部在天津成立，奉方拟向京汉线出兵。30
日，奉系命令张景惠赴郑州，与吴佩孚接洽京汉出兵问题。与此同时，商震与冯玉祥联合，西北的包
头、归化一带“布满青天白日旗”，归属国民党。这时北方也成赤白两立局面。12 月 2 日报载:张作
霖受 15 省推戴，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粤政府移鄂，宣布以武昌为国都。黄立即想到:“假令南军将
来完全胜利，国都恐不必仍在北京。”在北伐前后，国都问题一直是黄关切的问题，因为这事关将来
生计、出路问题( 详后) 。12 月 28 日，黄听闻张作霖已抵京，“用迎元首礼，由正阳中门而入”。在
北方各派角力下，1927 年初顾维钧内阁再次改组，异常费劲，“七拼八凑，新内阁班子总算凑齐”。③

在黄看来，此次内阁改组“换汤不换药，有何效力，时局如此”( 1927 年 1 月 13 日) 。
北伐战争导致北洋各派纷纷倒台。1927 年 3 月 2 日，获悉孙传芳已通电下野，黄感慨“孙以长

江五省之盟主，不两月而瓦解，政治舞台，可谓变化莫测”。在黄眼中，直系吴佩孚还算一号人物，
颇具才能与见识。北方报纸也认为:抵抗不了北伐军并非吴氏个人问题，指出吴“其人虽妄，私人
品行，犹有可取，虽任性专擅，固亦自信爱国”。④ 1927 年 1 月 13 日，黄注意到吴发表“中国建设大
纲”。19 日，吴通电:河南首先废督，为各省倡。黄本就认为中国应“废督”，故认为吴为“武人中之
难得者”。5 月 13 日，报载“吴佩孚赴南阳投于学忠”，黄感叹“英雄末路，为之奈何”。如此一来，
北方各大势力中，仅剩奉系张作霖了。6 月 18 日记: “张作霖经孙传芳等推戴，今日就海陆军大元
帅职，改造中央与潘阁令同下。”
北伐前夕，北京政府虽已陷入窘境，但京城市面尚属正常。1926 年 2 月 27 日为元宵节，黄尊

三赴友人在北海之宴。日记中写道:“北海灯会颇盛，到晚花炮齐放，观者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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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后，随意游览。”北伐军兴后，北京生活明显受到影响。1927 年 1 月 1 日，黄与家人至东安市场游
玩，发现“当此新年，游人甚为稀少，亦足见市况之不振”。3 月 5 日，黄携眷至安定门外的京兆公
园，“游人绝迹，仅有兵士三五成群，园内所有陈设，摧败净尽，残破景象，不堪入目”。7 月 17 日为
盛夏时节，黄至北海公园闲散，虽“风景绝佳，荷花盛开”，然“人迹绝少”。11 月 24 日，黄散步至北
海，“游人稀少，景物萧肃”。29 日，黄步至中央公园，“游人绝迹，绕园一周，觉景物萧索，风寒透
骨”。不仅公共场所如此，市面亦然。黄 1927 年 10 月 24 日记:“大街之上，因戒严故，几绝人行，光
景冷淡愁惨之至，足见战事之影响于市面者大矣。”11 月 2 日，黄察觉到，北京不仅市面“萧条已
极”，而且恐怖气氛令人窒息，“军警到处破坏机关，捕捉党徒”。1927 年、1928 年之交，京津萧条、
恐怖状况在南方内部情报信息中得到验证:“北京伪卫戍司令部近日破获党机关数处，并捕去男女
学生五十余人，枪毙学生工人甚多，京畿人民咸栗栗自危，言论稍一不慎，即被军警就地格杀”，“天
津戒备极严，市面萧条，河北尤为冷落。直隶省银行票每十元换现洋四元。金融奇紧，小贩营业多
以闭市”。①

北京市政运转原本就举步维艰，北伐战事逼近，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状况下，各种非常措
施不断出笼，例如各种税捐激增。关于税捐问题，《大公报》分析道:“中国税课，则向来因人而异，
贵官富豪，例得免征，中产半贫，负担最重。试看偌大一座京城，真实负担市政经费者，惟筋骨劳动
之车夫及皮肉生涯之妓女而已。”②分析颇有道理，但把市政经费负担归到“筋骨劳动之车夫及皮肉
生涯之妓女”身上，则不符史实，实际上，像黄尊三这样普通市民也深受侵扰。1927 年 10 月 9 日
记:“京师警饷，一钱不发，而以警饷为名之房捐，催讨之急，有如星火。”25 日晚，得知警厅通知，又
催房捐，黄忧心忡忡:“赋闲日久，一文不进，而苛捐催促，有如星火，乱世苛政猛于虎，于今益信。”
11 月 15 日，报载财政部将开征奢侈品税，“商民苦之，开会反对无效”，黄预料“从此物价必继涨，生
活愈见困难”。黄之预见，亦是京城很多人的共同预感。有记者就此事向商界人士了解情况，“据
云北京商务，向不发达，所谓巨庄大号者，不过少数几家而已……若官厅又举办奢侈税，当此商业停
滞，市面冷落，吾辈商民实无法支持”。③ 其实，北京政府内部对征收奢侈品税存不同意见，奉军将
领张学良、韩麟春致电国务总理潘复，请免奢侈品特捐，谓此捐“众怨沸腾”。因各方纷起反对，财
政部只能暂时缓办。④ 但由于财政异常紧张，1928 年 3 月还是开始征收奢侈特捐，并增收房捐。6
日，黄接警署通知，“房捐照加一半，以助警饷”，黄忧心:“当此生活困难之时，捐款加增，人民之负
担何堪，又商界因政府征收奢侈捐，议决行总罢市，如果实行，恐前途险象，不堪言状。”战事临近，
身家性命不保，捐税无数，生活难以为继，不难想见京城百姓之窘境。作为其中一人，28 日黄痛苦
写道:

军兴以来，各项捐款，闹得天昏地暗，而最无理、最黑暗者，莫如房捐，捐后复加，加则必倍，
毫无标准，一任警署横派，一日数追。在巡警唯视收入之多少，以讨好长官，而人民则因催索之
急迫，致卖妻鬻女者，比比皆是。乱世之民，即此已觉难堪，而生活之逼迫，土匪之骚扰，其痛苦
则又十倍于此者，民焉得有生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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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察南方:军兴、内争、杀戮

在很多外国人眼中，北伐前夕的广东给人的印象是: “搞叛乱”“瞎折腾”“成不了什么事”，这
估计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的观感。但身处广州的外国人，已经明显察觉到“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酝
酿中”。① 国人之中，一些嗅觉灵敏的观察者，亦已预感时局暗流涌动。1926 年初，有人在上海《东
方杂志》撰文指出，近来国内军人的举动，显出两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是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国民
军系的活动，“他们都注目光于全局，合纵连横，以酝酿时局的变化，而各谋在这变化中造成自己操
纵全局的机会”。第二种是赵恒惕、孙传芳、蒋介石、刘湘等人的举措，“他们对于关系全局的事件，
不轻有所活动，而各竭其力以整理自己所有的地方”。第一派人“虽然志大言高，而实际应付各事，
常不免左支右绌，自己能力的所及，与自己所抱的志愿，相去不知若干，前途的发展，实在希望很

少”。第二派人则“精力饱满，根基稳固，应付周旋，游刃有余”。因此，第一派日渐颓势，第二派日
益发展，这是“时局变化中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的”。② 观察者虽然未能准确预言广东国民政府在中
央—地方的军政格局下积蓄力量、发动北伐，但其提及的蒋介石，这时确实正在思索改变全国军政
格局———北伐。1926 年 1 月 1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思索战略: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
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问中原为上乎? 其或先平东南，联络西
南，而后再问中原乎;殊难定也。”28 日又记:“研究北方军事政治”。③

黄尊三显然不是细心的时局观察者，未能预感这场源于南方的巨变。但身居北京的黄氏，在日
记里经常记述南方及家乡信息。1926 年 6 月 29 日记:“十五年祸乱频频，兵匪横行，吾湘为甚，今
某军阀又引兵入湘”。此处所言“某军阀又引兵入湘”之相关背景是: 1926 年 3 月，湖南唐生智举兵
倒赵恒惕，背后是广州政府与直系吴佩孚之争。广州方面几经权衡后，决定出兵入湘援唐。5 月 20
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作为先遣队奉命入湘。6 月中下旬，国民革命军各部陆续北
上，集结于湘南前线，与此同时，吴佩孚也增兵入湘。④ 以历史后见之明视之，这是北伐战争的序
幕，但在居京湘人黄尊三看来，这与此前司空见惯的军阀混战并无两样，远未意识到这场战争将导

致南北政权易位。身为湘人，黄关切家乡战事，8 月 10 日记:“两湖之战祸，方兴未艾，近闻粤桂黔
鄂联军，开入湘境，不下十余万人，加以水旱成灾，哀鸿遍野，黎民何辜，逢此浩劫。”可见，在北伐战
争开展两月后，黄观感如初，认为是混战相寻的延续，皆属“不义之战”。其实，这也反映了很多国
人对北伐初期的即时观感。获悉北伐军进攻吴佩孚，身处浙南瑞安的乡绅张棡用“噬狼争正”表述
之，亦可为证。⑤《大公报》说:“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则厌恶之心生; 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
则鄙屑之念起;无论若何之号召，皆等量而齐观; 不论谁何之胜负，概熟视若无睹。”⑥换言之，此前
战乱太多，如今谁跟谁打，打的如何，谁赢谁负，国人不再关心了，有些“麻木”了。
然而，事实出乎绝大多数人之意料。1926 年 7 月，南方革命军誓师北伐，迅速攻占长沙，8 月下

旬占领岳阳，10 月上旬攻占武汉，一路所向披靡，令全国舆论刮目相看。天津《国闻周报》说: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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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伐多年，其先锋队始终难过韶关。今蒋介石在几个礼拜以内竟能一举而下岳州，再战而得汉
阳，声威所播，大有南昌已失、九江不稳之象”，由此明言蒋介石及南方势力已经崛起。“蒋氏的势
力究能发展到甚么程度，现在自然是不易预言，然其在目下已成为中国政治上一种重要势力，不如

在广东时之可忽视，则为人人承认的事实了”。① 北伐军进入湖南，受到民众欢迎，如进入郴州城
时，白天“入市口已白幕蔽天，大小铺户咸挂青天白日旗”，晚间“官民男女各界，更开提灯大会，以
表欢迎，途中高呼各种口号，并唱革命歌，一时革命空气，为之紧张”。② 民众这种态度，不仅使北伐
军士气高昂、顺利进军，而且迅速扩大了自身势力，大量湖南人加入北伐军行列。北伐将领张发奎
晚年忆述:“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
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
描述。”③

所有这些湖南战事及民情士气，是身居北京的黄尊三无法体会与感受的。占领湖南后，北伐军
迅速攻入湖北，尤其是 10 月上旬占领武汉，举国震动。但此事在黄氏日记中的反应很微妙。1926
年 9 月 2 日，友人来访，云“武昌陷落”，黄本人并未注意及此，而是别人谈及后才得知。可见，北伐
战事至此，黄依然延续军阀混战观念视之，仍未意识到南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势不可挡。9 月 8 日，
黄阅报得知:“北伐军于七日入汉口，汉阳危急”，这是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北伐军”字样( 此后有
时也称“南军”) 。此后，黄阅报频率明显加快，显然注意到了南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对绝大多数
居京人士而言，及至 9 月上旬，才注意到这次南方北伐的威力。此时同处北京的许宝蘅在日记里写
道:“闻武昌、汉阳均为蒋介石军所得，吴子玉不知存亡，大局又有大变动矣”④，这是许氏日记中首
次有关北伐战事的记述。这时活动于京津地区的郑孝胥也由阅报得知: “汉阳已失，吴退至孝感，
靳云鹗犹守武昌。”只不过，在郑氏眼中，南方革命军与“匪”无异，斥曰: “粤匪无归路，不得不致死
于武汉，岂不知耶?”⑤

在北伐军进入两湖的同时，江西战场也打响。9 月 10 日，黄阅报获悉:“孙传芳对粤军下哀的
美敦书，限期退出湘鄂”( 注意:报纸称“国民革命军”为“粤军”，说明时人依然延续此前的地域军
队观念) ，据此，黄预感“长江各省之卷入战涡，为期当不在远”。果不其然，次日报载:孙传芳进兵
萍乡，战局日益扩大。12 日，“粤赣两军，已在修水开火，吴佩孚移驻信阳，孙传芳赴九江督师，南北
混战，不知何日可了”。显然，包括黄氏在内的很多人看来，这场战争依然属“南北混战”。11 月 7
日，获悉孙传芳所辖江西九江被“粤军奇袭失陷”，黄意识到:“果尔，则孙传芳之地位正复危殆。”随
后，孙之地盘逐渐被南军占领，“孙退南京，南昌后路已断”，此消彼长，南军占领九江后，“势益盛”，
南军中“唐生智之势更张，而湖口芜湖安庆相继动摇”。至此，黄才察觉“北伐军将来实有无穷之希
望”。( 11 月 9 日) 数日后，从南来友人雷君口中，黄确认了这一判断，雷君言: “北军之不能战，南
军之奋勇，形如指掌。”并云:“南军军事上颇有计划，有把握，将来必占胜利。”雷君所言，又得到另
一位南来朱君的证实( 11 月 14 日) 。显见，直至 1926 年 11 月，即北伐已开战近半年后，黄才意识
到南方势力的崛起及其战斗力之强。这一时间差，既存北伐史研究中似未关注到。
不仅存在时间差，而且黄尊三对南方阵营内部结构的认识也滞后。1926 年 11 月 21 日，一位

长沙友人致函称:“党军如何奋发有功”，这是黄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党军”字样。两天后，黄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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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约，座中有人言及“南军如何得民心，北军如何失民心”，黄心想，“果尔，南军之成功，可预卜
也”。不难推测，黄此时对南方观感应较佳，且预感南方战事发展应较为顺利。长期的军阀混战，
着实让国人生厌，普遍寄望新势力改变这一局面，国民党崛起及北伐军兴正契合了这一社会心理变

化。著名报人胡政之就观察到: “党军一入湘鄂，所向披靡，有辛亥倒清之势者，非党军有何等魔
力，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①1927 年 2 月 6 日，好
友向君自南来，述“南政府军事计划，最为详尽，决其必占最后胜利”，原因是“南政府以党为中心，
以工作为要素，兵到之处，即其政治势力支配之地，且军官不以胜败易其地位，只要有劳绩，虽败而

其地位不变，其一切军事，无不受党治之支配，且新气澎湃，非北方所能对抗”。黄也认为向君所言
“颇有根据”。这是黄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党治”字样。由此可见，直至 1927 年 2 月，黄对南方政
权内部基本结构仍未有认识。3 月 3 日，黄阅报得知，中共“已潜入奉军势力范围，拟以北京为政治
革命中心”，这是黄日记中第一次提及中共。由上述党军、党治、中共等相关信息，可见居京人士对
南方革命阵营了解之滞后，这也反映了北方普通民众对南方的认知状况。
随着北伐的推进，南方阵营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逐渐演变为宁汉对峙局面。早在北伐之初，北

方军政高层就获悉南方内部矛盾不少，如北伐军刚攻占武汉之时，奉军就“得确报，蒋( 介石) 、唐
( 生智) 已有破裂之兆”。② 但外界并未知悉，黄尊三是通过阅报才知晓这些，自然是很晚之后的事
了。1927 年 3 月 6 日，黄得知，“蒋介石联络粤桂对付共产分子”。14 日，黄获悉，武汉“左派对蒋
介石已执宣战态度”。21 日，武汉方面提议: “罢免蒋介石，任唐生智为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与武
汉方面矛盾公开化。这时南方内部左右、国共之争不断见诸报端。4 月 4 日，报载:“九江杭州左右
派喋血，公安局解散总工会，鄂党部通电讨蒋。”6 日，报载: “民党元老派会议，驱逐共产党，汪精卫
为巩固党基，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劝左右两派，互去猜疑。”随着蒋介石占领江浙，清党运动逐
渐明朗。上海“四一二”清党发生前，北方报纸已经注意到:“蒋介石实行以武力对付左派，上海南
京皆以右派军人驻守。”( 4 月 10 日) 清党事件发生后，北方报纸反应迅速，黄于 4 月 13 日阅报得知
“上海赤党纠察队，被白崇禧缴械，同时解散总工会，右党决议不奉武汉政府命令，成立临时委员
会，与共产派之上海临时政府对抗”。15 日报载:“党政府紧急会议，讨伐蒋介石，蒋派南京会议，另
设政府。”显然，在多数社会舆论中，“党政府”专指武汉政府。4 月 18 日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成
立，“通电拥护南京中央执行监察联席会议，请汪谭归京，汪蒋合作，恢复党权”( 4 月 21 日) 。很
快，“汪精卫与汉政府通电，反对南京政府”( 4 月 29 日) 。至此，宁汉完全对峙。
随着南方内部的分裂，恐怖、杀戮信息不断传入黄氏耳中。借由阅报，黄获悉，武汉政府“起内

讧，唐生智辞职”( 4 月 26 日) ;夏斗寅“通电痛斥共党罪恶，唱鄂人治鄂说”( 5 月 23 日) ;唐生智、夏
斗寅“以改组汉政权为条件，成立妥协”( 5 月 28 日) ;所辖“长沙已成无政府状态，赣湘腹地，完全
赤化”( 5 月 10 日) ;“总工会解散，唐生智反共”( 7 月 2 日) ;“何健举兵反共，占据武昌汉阳; 汪派
集议改组武汉政府，由纯粹国民党员充任”( 7 月 20 日) ; 武汉国民党中央“令保护共党身体自由，
并农工阶级利益”( 7 月 23 日) ;“武汉实行国共分家”( 7 月 28 日) 。除报纸外，从南来亲友口中，黄
也得知相关信息。1927 年 5 月 11 日，从南来刘君口中，黄得知南方状况非常混乱，武汉辖区的“湖
南尤甚，出境避难者，纷纷皆是”，家乡湘西“常辰一带，匪患最盛，行路为难，为之慨然”。南京方面
也是如此，“政情紊乱，军队林立，财政困难”( 5 月 15 日) 。居京浙人余绍宋也注意到: 自南归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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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均言南方之“紊乱”“混杂”。①

不仅如此，北伐过程中的恐怖、杀戮很快波及黄尊三亲友。1927 年 5 月 22 日，黄出席一吊唁
会，听闻友人“陈坤载之大公子，在辰州为某党枪毙;某君小儿，在汉口为土匪绑去”。黄深感惶恐，
感叹“此等不祥消息，重叠而来，殊属吓人听闻”。6 月 27 日，黄接湘西家乡来函，得知侄儿“因共党
嫌疑，在辰被军队枪决，闻耗惊痛欲绝”。次日，黄复函嘱咐“谨慎保身，如此乱世，不必作生意，不
必谋事，只不饿死，不横死，即是幸事”。至此，在黄看来，原先观感不错的南方，与北方军阀也无多
大区别了。南北趋同，是这时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郑孝胥早先时候就观察到: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义略同，实皆狂妄无知，殆甚于义和团”。②

胡适于 1932 年忆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
所没有的新气象。”③此固属事实，可惜这气象未能持续多长时间。《大公报》言: “今宁汉分裂，且
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故“对于各方杀
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④ 随着南方阵营的内争、分裂，国民革命的恐怖及杀戮，国
人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观感迅速逆转，日渐负面化。报纸报道:此前国民党及其北伐，备受各界瞩
目，现在则今非昔比，“党人腐化，相与利用”，“武装同志，争步军阀后尘”。⑤ 在黄氏眼中，国民党
也经历这一变化过程。

三、南行纠结:“归则无家，留则无食”

从 1913 年始，黄居住于京城。及至 20 世纪 20 年代，南行之念不时浮现。1923 年 2 月 18 日
记:居京十载，家人颇思南归，黄踌躇不能决定，思虑再三，认为不可南归。理由有三:一是“路途遥
远，匪祸流行，万一遭险，挽回无术”。二是“家人群归，我独留京，老年思儿，将何以慰”。三是“三
儿俱小，岂能受长途之风波，万一得病，何以治之”。黄虽决定不南归，还是不时探听南方( 包括家
乡) 消息，以备将来打算。1923 年 3 月 11 日，友人李君自南来，谈及南方情况:可以“匪旱”二字概
括，“斗米千钱，斤菜百枚，为北方所未见，遍地皆匪，有家莫归，言之慨然”。与南方匪盗遍地相比，
北京尚属安定。欠薪虽是常态，但黄还有其他一些收入( 如译书费等) ，工作也还算清闲，尚可勉强
度日。黄心想:在这兵荒马乱年代，居京尚有“十乐”，其中第一乐即“当此衙署无薪，官不得食，我
尚有余蓄，足度朝夕”。第二乐便是“土匪遍地，人不安居，我安居京门，毫无顾虑”。( 1923 年 3 月
12 日) 显见，这时黄倾向于暂居北京，南行之事，从长计议。
黄氏故里湘西( 泸溪) 经年兵灾匪祸，惨状连连。1925 年 7 月 4 日，黄氏之弟来京，述“泸县自

遭兵变，十室九空，人民痛苦已极”。1926 年 3 月 17 日，家乡一位故人来访，“述故乡惨状，实不忍
闻”。北伐军兴后，湖南成为战区，雪上加霜。8 月 10 日记: “湘乱以来，四月至今，未得家书，不知
桑梓之区，成何景象，弟妹避乱何方，思之又不胜愁绝。”家乡除战乱人亡之外，物价倍增，极难生
活。12 月 15 日，黄接函获悉，家乡泸溪“谷米二十元，盐则每斤一元，生活之高，远过沪汉”，故“人
民焉得而不饿死”。惨状一直持续着。1927 年 5—7 月间，泸溪地方乡团与黔军发生冲突，黔军围
城，“全县抢劫一空，居民逃亡殆尽，城中断炊者十余日，为空前未有之浩劫”。黄哀叹“地方糜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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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家何归?”( 1927 年 10 月 26 日、1928 年 2 月 1 日)
家乡不能回，居京也甚是艰难。由于房租太高，1926 年初黄利用多年积蓄，匆忙购置一处新

居，同时“拟月支预算表，以收入既无，支出不能不从节俭”( 1926 年 2 月 14 日) 。节俭度日是当时
多数居京人家无奈之选，担任执政府铨叙局局长的许宝蘅也不得不如此，甚至连夜与家人商议“收
束家用办法”，感慨“物力日艰，生计日促，不得不稍事撙节”。① 居京之艰难，南行之念不免又萦绕
于黄氏心间。1926 年 3 月 3 日记:“静思久客北京，无聊殊甚，加以收入断绝，如何能支，故思归里，
以了余生。”7 月 24 日记:“余久有归志，因战事连年，兵匪充斥，道路梗塞，欲行不得。京华困守，生
活日艰，加以年事渐长，精力就衰，性情孤陋，趋附无方，前途茫茫，不知投身何地。”9 月 11 日记:
“交通梗塞，物价腾贵，困守都门，生路断绝，将来诚不知死所。”进退维艰、去留难决，溢于言表。实
际上，纠结者何止黄氏一人，许宝蘅也深感，去留问题“甚为难决，以京中政局而论，无可流连，惟安
土重迁，食指繁多，殊不易动”，友人屡劝离京谋职，许氏“始终委决不下”。②

1926 年 10 月 17 日，友人尹君来访，言北京“不能生活，拟回南谋事”。数日后，黄亦打算“度过
年关，将房产变卖，举家回南”( 11 月 10 日) 。不幸，1926 年 11、12 月，因为房产涉讼，南行只能作
罢。1926 年、1927 年之交，北方政局变动异常，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顾( 维钧) 内阁三次辞职”，
黄又觉“时局如此，北京岂可久居，拟俟痔病稍愈，将房产变卖，毅然回南”( 12 月 18 日) 。此时南
行只是臆想，实际上已不可能，故黄 1927 年 1 月 13 日记:“北京大不易居，本拟春正回南，今住房既
发生问题，一时不能出售;小儿等又不便中途辍学;战乱未已，盗匪横行，地方不能安居。有此三因，
故尔中止。”决定归决定，纠结、烦闷还是不时缠绕黄之心头。2 月 2 日为大年初一，黄心想“不能老
守北京，磨消精神与岁月”。2 月 16 日，黄“久思南下”。3 月 2 日又改变主意，“若经济足以维持生
活，余将以著述终老，不他图也”。3 月 20 日，致函家乡亲人，“嘱调查湘西一带是否平静，以便秋凉
归里”。当知悉家乡亲友多人相继而逝，黄又不拟南归，云: “余对世事，更为冷淡，亦不作南游之
想，拟读书教子，度此乱世生涯，而养天年”( 4 月 1 日) 。数日后，黄又道: “余本拟病愈南行，闻友
人言，南方情形，甚为混乱，旅行颇不方便，壮心为之阻丧。”( 4 月 4 日) 南行与否? 反复纠结于黄
心中。
在危难中度日，无异于煎熬。1927 年 8 月 24 日记: “战祸频年，生活逼人，归则无家，留则无

食，苟延生命于危城。”此乃多数居京人士共同的生存状态，一位友人就对黄说:“现在除节约外，无
他道，同事中不能维持生活者，比比皆是。”( 10 月 12 日) 在 11 月 5 日记中，黄道尽了一位居京南人
进退维艰的处境与心境:“满城景况荒凉，人人有大祸将临之惧，朋友留此地者，为生活所迫，见面
愁眉，无辞可慰;家乡则半年之中，两被兵祸，十室九空，家人之在泸( 溪) 若啼饥号寒，无法救济，而

知交之诉穷，室人之叹苦，其声啾啾，日振耳鼓。”
1927 年 6 月 20 日，黄外出访友，发现友人中南行者甚多，原因“虽云士各有志，亦实为生活所
迫，不得不尔”。在此前后，大批北京人士南行，黄之所言“生活所迫”确实是一大原因。如《现代评
论》就报道了北京教员之窘境: 有的教员到别处学校，另谋生活去了; 有的投笔从戎，各自飞腾去
了;其余的教书先生们，有的不愿走，有的不能走，就活活地困在北京。“有自用车的，已有许多把
车夫去了;使听差的，已有许多把听差去了;使老妈子的，已有用不起的了;如果再穷，虽不便对太太

离婚，然为减轻负担，恐怕到必不得已的时候，只好一律遣散，送回原籍。”并指出: “薪金积欠已达
二十个月之多，就是生活简单，旧有蓄积，恐怕用完了的已经不在少数。这是教育的实在的状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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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故甚其词的话。”①教员之窘境仅是京城生活的冰山一角，对于整个北京而言，生活艰难已是不
争的事实。《大公报》称:“三四年来，枯窘益甚，以视畴昔，已同隔世。至昨今两年则欠薪二十个
月，殆成普遍现象……此真官僚社会之奇哀，寄生阶级之末日也。”②

经济状况是导致北人南行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全部。北京政府随意捕杀文人之行径，也迫
使不少人南行。当局逮捕陈独秀，引起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人南行。此后，邵飘萍、林白水、李
大钊等人相继被捕杀，更促使许多知识人南行。有人从心理方面观察: 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国
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这些人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并指出: “其实思
想与经济也大有关系，有许多人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更因生活受窘而思想

益激进”③，故不得不南行。1927 年 3 月，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洋归国的北京大学教授南投武
汉，此后知识人南投之报道，不断见诸报端。④ 除颇有名位的知识人外，青年南行者更多。黄埔军
校开办后，各地青年投军者日多，北伐军兴后，南投趋势更盛。对此，有人撰文指出: “自北伐军
兴，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 包括学生) 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
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⑤自北南行已成潮流。
潮流归潮流，总有未南行者，黄氏即其中一人。黄自道: “余虽有救国之志，奈机缘不熟，不能

勉强，只好静以待之，若不问时机，一味奔走，为衣食则可，为救国则不可也。”( 1927 年 6 月 20 日)
由此可知，在黄眼中，南行未必仅是回归湘西一途，去新政权( 南京、上海等地) 谋职也是选项之一。
其实，在北伐进军之时，南行谋职者也不少。报纸报道:“南昌汉口住闲求事的人很多，从北方去的
尤其不少，得意的似乎不大有。”⑥黄亦有此想法，1927 年 7 月 19 日接友人自南京来函，云“南京政
府，尚未完全组成，而求事者多如鲫，生活之高，倍于北京”，劝黄不必南下。这说明黄有意南下谋
职( 至少向友人询问过此事或透露过这想法) 。1928 年 3 月 14 日，黄再得友人南京来函，谓南京
“经济困难，亦无减于北，所谓到处乌鸦一样黑也”，亦劝黄不必南下。但是，黄还是决定南行，一探
究竟。4 月 17 日，黄乘火车南下，但此行仅至天津，中途折返。18 日记: 身体未愈，不支，加路途艰
难，“遂决计归京”。至于此番为何要南行，黄日记中没有详述。此时离京南行，路途凶险自不待
言，即便是进出北京城，也很不便。因军事失利，北京政府加紧京城防卫，各城门加派兵员守卫，还
全城戒严。⑦ 在如此状况下，黄还决意南行，可见南行对其之紧要。4 月 20 日，友人欧君来访。黄
对其言此行经过，欧谓:“时事解决，即在目前，吾辈且稍俟之”，劝黄在此战事混乱、时局未定之际，
稍安勿躁。据此，可大体推知，黄试图在北京政府未完全倒台之前，即往南京谋差事，这较此后再南
行谋职应该“胜算”更多一些。月余后，黄依然惦念此事，“自前月去宁未果，至今又近两月，奉张出
关，战事或将收束，长此坐废，殊非所宜”( 6 月 5 日) 。但黄终究未南行。北京政府终结后，他留在
“故都”谋生，应故交周震麟之邀，担任私立民国学院教务长，直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携眷
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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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京政府:“以党治国”或“以国殉党”

1928 年上半年，随着二次北伐推进，北京政府颓势日显。6 月张作霖通电下野，撤退关外，将北
京政权交给王士珍、熊希龄等人组成的治安维持会。北京政权交接颇为平稳，舆论对此深表赞
扬①，但毕竟局面未定，故“商民惴惴，自所难免”。② 6 月 7 日，黄阅报得知，冯玉祥所部进驻京郊南
苑，阎锡山晋军抵达京城西直门。9 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布告安民;晋军总指挥
商震入城;北京警备司令第七军长张荫梧，奉阎命就职。值此政权更迭之际，黄发现各种各样团体
组织涌现，异常活跃，“斯时趁机活跃者，有国民党市党部、国立九校之代表团、国民党京汉铁路特
别部、顺直特别政务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直隶第一路司令部、京师总商会之治安维持会、文物临时维
护会。此外，如京兆各团体，旅京公会，各大学之学生会，五光十色，极人类自谋生存谋活动之能
事。”这一奇特现象，令很多人注目，许宝蘅记述:“有市党部在湖南馆成立开会，又有特务委员会出
现，又有其他会部纷起。”③月余后，在天安门开庆祝北伐成功大会，“各界均停止工作，团体参加约
二百余”( 7 月 7 日) 。
二次北伐本是南方各派暂时妥协、联手的结果，随着奉军撤退、北伐军占领京津，国民党内部不

和消息再度传开。6 月 13 日，黄知悉，北京附近，“阎军云集，不下十万;冯军在京津一带，亦不下十
万;桂军十余万，有即日开驻京畿之说;蒋军十余万，已陆续由津浦至津”。黄担心:“八方战士会京
津，将来如何给养，是可忧也。”占领京津后，国民党中央开始酝酿裁兵事宜，各派系暗中角力。6 月
27 日，友人朱君来谈时局，谓“裁兵事各方皆无诚意，仍属权利地盘之争，因用人一项，阎蒋之间，颇
有意见”。7 月 3 日，报载，“冯因病不来京”，黄心想“时局前途，恐无良果”。7 月 4 日，黄阅报获
悉:蒋介石、李宗仁昨晨抵北平，开西山会议，冯玉祥派鹿钟麟代表出席。当天一位友人来访，言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右党窃权柄政，裁兵之说，纯系欺骗，根本即办不到。奉天用兵，冯白主张一
致，若蒋阎不同意，内部难免不生破绽”。一位多年供职于军队的张君对黄说: “南京政府用人，纯
以金钱及武力为前提，非此则多不行……武人仍不脱封建思想，互相竞权，蒋白之积不相容，已有历
史关系，而浙桂、浙湘、湘桂之争，亦无时或已，冯蒋权势相侔，内竞更烈，将来不知弄到如何地步”。
张君言时“颇为慨叹”( 1928 年 7 月 8 日) 。不难看出，即使北伐军占领北京，许多不稳定因素依然
延续，并未给人带来多少安全感。

1928 年 6 月 9 日，某君来黄宅谈，认为“现在北伐虽告成功，离建设之程度尚远。党国所缺乏
者，为建设人才，虽有三民主义，而无适当具体之建设方略，训政时间过长，人民之自由权，恐受剥

夺。北洋旧人，虽云腐败，然多少总有所顾忌，不敢横行一切; 国党则毫无于忌，一党专政，人民公
权，必受影响，纵以最高之党权，勉强范围各方面，而政治( 能) 否就轨，国家能否向上发展，尚属问

题”，并表示“吾人不愿为个人衣食问题，随意附和，将澄静以观其变”。此言颇能代表北京人士对
南京新政权的观感，并采“静观其变”之态度。黄本人也在观察新政权，当得知南京政府拟划全国
为六军区，“第一二三四各军区，即以一二三四各集团现在之地盘分配之，即二军区为陕甘豫及直
省之一部，三军区为山西察哈尔热河及京津一带，五军区为两广，以东三省为第六军区”时，黄立即
意识到:“按如上分配，仍不失为地盘分配之性质，殊非根本解兵之道。”( 6 月 16 日) 显而易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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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新政府与此前北京政府并无二致，依然是按军力分配地盘的旧格局，如《晨报》所言: “今日党军
之病，在军人未能抛却旧军阀传统之地盘观念，故虽在青白旗帜之下，以主义来相号召，然其所表现

于吾人之前者，则悉为地盘之争、权利之战而已。”①《大公报》直言: “革命之最大危险”是“革命军
人本身之军阀化”。② 南方新政权这种转变与黄之预期相去甚远，失望自是难免。
事实上，早在北京政府尚未垮台之前，很多北方人士就在观察、研判南京政权之体制与政象了。

1927 年 9 月 2 日，友人向君来谈，认为“最后胜利，终归南方”。9 月 8 日，一位友人与黄谈论时局，
问:“右派得志，究竟如何?”黄答: “不过名义上统一，事实统一，一时恐办不到”; 问: “以党治国如
何”，黄答:“看其如何治法，有无信条及办法，有则未始不可治”。可见，此时黄对南北真正统一并
不乐观，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持“拭目以待”的态度。长期以来，北京政府“政令皆不出国门，识者
忧之，以为分裂之兆”。问题是，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即呈分裂之象，“浙皖各省，公然实行财政独
立，孙科愤而辞职，南北如出一辙”( 1927 年 12 月 30 日) 。1928 年 2 月 4 日，某君从南京来访，称:
“南方局面颇坏，兵匪横行，共党潜伏，危险殊甚。军政饷俱无所出，人民对于民党，感情恶劣，而党
人之绑票行为，甚于土匪。官吏之贪暴，远过北方之旧官僚。”还特别指出:“凡友人之至南方者，无
不失望而返，大概北伐一事，现在绝谈不到。”3 月 10 日，张君从南京来访，“述南政府用人之滥，官
以贿成，无缺不卖，腐败之状，胜于北京，伟人之挥霍，政客之嫖赌，在在皆是，可为寒心”。这种状
况必然导致政务紊乱，美国记者阿班直言:“南京政府各部门混乱至极。”③可见，在不少人看来，新
成立的南京政府问题丛生，甚或不如原先的北京政府。
除乱象外，国民党一党控扼政权的做法也招致全国各界的批评。北伐期间，上海《东方杂志》

明言:“我们对于今日一阀一系私据政权，压迫人民，固然极端反对;而对于以一政党统治全国的计
划，亦认为非立宪国家之常轨，只足引起国内纠纷而绝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公开表示: “我们对
于北方实力派首领，不能不要求他们放弃私据政权的野心;对于南方政党中坚人物，亦不能不要求

他们修正党治的计划，依立宪国家的正轨，解放政权，公开政治。”④如果说《东方杂志》代表南方舆
论的话，天津《大公报》和北京《晨报》则代表了北方舆论，他们对南方实行苏俄式一党专政也很反
感。北伐初期，《大公报》就批评:“广东国民党招致反对最大之点，为主张俄式之党治主义”，“吾人
不敢赞成军阀专制，然亦何可赞成党阀专制”。⑤ 国民党分共清党之后，继续保留苏俄式党治体制，
《大公报》颇感费解:“今国民党既排斥共产党之根本理论，而徒学其一党专政，是诚画虎不成之流
矣，抑观国民党今日所谓专政，反类于意大利之法西斯蒂。”⑥《晨报》也指出: “党军日以主义政策
号召群众，然其所主张之‘一党独治’，根本上与民主政体，自由主义，不能相容。”⑦并分析曰: “凡
是一个广大的国家，其社会与经济关系，都很复杂，仅一党统治，自然就主持各阶级的命运，而这些

与社会攸关的激烈反对者，不得已加入该党的此派或彼派，玩花样，使其党中各派自己内斗”⑧，由
此断言:“今日混乱之局，欲求统一，决非一党一阀专恃武力征服异己所能成功。”⑨

对国民党的不满，不仅体现在报纸舆论，也体现在民众的私下言谈中。1927 年年底，李烈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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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演说:“以党治国则可，以一党治国则未当。若仅以一党治国，则民主的专制与君主专制何
异?”黄阅报获悉后，感叹李烈钧“在党治空气包围中，又处中央执行委员的地位，公然有此至公之
言，诚属难能”( 1927 年 12 月 3 日) ，这说明黄对国民党“一党治国”之反感。立场不同，反应迥异，
党国领袖蒋介石对李烈钧所言所行甚是不满，在日记中斥责: “李烈钧倒〔捣〕乱腐败如此，何能革
命也。”①1930 年 9 月，原北京政府财政部官员李景铭应邀到黄尊三供职的民国学院参加开学典礼，
并发表演讲，“痛詈党治之误国”，全场“欢声雷动”，在旁座侧听的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民国学院
董事长的周震鳞亦对李氏所言深表赞同。② 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对国民党党治很不满，不难推知各
界民众对国民党之反感了。

1928 年 1 月 30 日，友人朱、张二君来黄宅闲谈，朱言:“三民主义错误太多，非行修改不可，国
民党现皆抛弃其党义，借招牌以竞权争利，将来平定时局，并非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借招牌号召者所

能成功，而国民党亦必有改辙更张之日，盖信一党治国必不可行，非广收人材，共图国是不可。”张
说:“以党治国，乃近代国家之新制，如俄如意均通行，南方仿行此制，故所有人材，限于本党，不取
广收;朱君思想，未免为旧式的，非南方新人所敢承，现在除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外，不足以压服民

党以党治国之主张。”为此，张、朱二人争论良久，无疑，这代表了当时中国读书人对国家治理方式
的两种观点。黄则认为，国民党人才严重不足，“元老之思想本已老腐，新进党员，对国家亦少研
究”，“若以现在之国民党之人材治国，则恐国未治而党先崩”，故黄主张“广收国内贤才”。问题是，
现状是“国民党要人，自恃其资格之老，把持政柄，拒绝党外之贤才，如是而谓‘以党治国’，不如谓
之‘以国殉党’，即谓之以国供国民党二三野心家之牺牲可也”。显而易见，黄对国民党“一党治国”
深不以为然。在很多人看来，国民党“一党治国”的首要问题是人才与经验不足。“国民党太无建
设经验，财政经济，人才尤少，尔后军政费必成问题，而影响所及，或且别生事故，前途茫茫，未可乐

观。”③由于国民政府规定，入仕为官者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自然造成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钻营入
党，“南方去年曾有命令，非党员不得为官吏，故求官者，辄先钻营得介绍入党”。④ 报纸与黄氏等人
的观察与担心当属事实，先不论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素质、能力、经验等，仅就党员人数而言，问题就
很难解决。据统计，1928 年 3 月国民党普通党员仅为 22 万人，约等于全国人口 1 /2000。⑤ 比例如
此之低，国民党欲推行“以党治国”，是极为困难的。
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在很多人看来，“革命”并未成功。1928 年 6 月 29 日，某君来谈，

“以此次革命甚不彻底，仍是官僚占地位，山西人布满要津”，黄告诉他，此乃“革命后当然之结果，
曷足怪焉”。7 月 1 日，一位友人对黄说:“今日革命，均是假的，人面兽性，何尝为公。如此革命，乃
革贫民及好人之命，恶人仍居高位，窃大权，不改常态，挥金如土，何能致太平。”黄也认为其“言自
有见”。其实，并非少数人观感如此，如《大公报》言:“最近北伐告成，南北统一之局，然而中国犹尚
未见新政治之出现也”⑥;“国府成立以来，百政并议，大会时开”，但“一会之后，万事不提，只闻宣
传，不见事实”。⑦ 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经由北伐战争，南北统一，但遗留不少问题。出身四川的青年党领导人李璜 1929 年到北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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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视察，发现南北差异很大，但“更可忧者，是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
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相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
北人当着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北伐后，革命党人给北人以“不良印象”，
“革命而全靠军事力量的征伐，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功夫”，南北彼此了解不
够，“易滋误会”。凡此种种，于是“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① 但这点对身居北方的
南方人而言，感受并不明显，黄尊三还是能较为平和、公允地分析南北之别: “南北之风气不同，而
士之气质亦异。就政治言，南人多急取，北人多保守;就性情言，南人多高明，北人多沉潜，此其善者
也。若南人之暴乱燥浮，北人之腐朽因循，皆非进德修业之器。”黄还自我剖析:“余南人居北久，亦
养成一种因循腐败之习，弃南之长而有北之短，个人固毫无进步，国家亦何取此废材。”( 1928 年 3
月 24 日)
政权更迭，首都南迁，“一群依官为生的亡国大夫，都马上加鞭，直奔新都去了。可怜红运已过

的北平，也无力挽留他们，只落得一天一天消瘦下去”。② 北京地位一落千丈，“市面日渐萧条，失业
者遍地皆是，社会空气，阴郁愁闷”。③ 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北京民众的生计，他们如何因应、何思何
想? 1928 年 6 月 11 日，黄阅报得知，国民政府决议“首都仍设南京”。国都设于何地? 一直是北
京民众关切的问题。早在北伐形势并不明朗的 1926 年 12 月，一位北京律师就对黄说: “将来都
城必在南方，北方局势，恐难持久”( 12 月 21 日) ，北京人士关切国都问题，因为事关未来出路与
生计。1928 年 6 月 8 日，黄与友人谈论时局，友人说: “国家纷乱之会，正书生宁静养志之时，静
坐以观世变，斯为上策，此时作官活动，甚非其时”，黄认为“其言甚有见地”。两天后，黄访友人
向君，向君问黄之行止，黄曰:“吾人对于革命，毫无工作，此时只有冷静以待革命之成功。”黄之态
度，估计也是此时多数读书人的态度，即北京旧政权已倒台，南京新政权又无可靠内线，只能静

观，等待机会。
1928 年 6 月 27 日，黄尊三到中央公园喝茶纳凉，听闻隔座三客“且说且叹”。一人云: “某

君已落选市长，我们将何以谋生。”一人答曰:“现在别的都是闲话，‘生活’二字，则为事实，我辈
以后，只有饿死而已。”聆客言:“更证民生问题之重要，政府若不加以注意，将来祸水横流，遏抑
不来。”另座有某客，大发论议:“国民党中年以上之人，大家均忙于作官发财，党务奔走，乃委之
青年稚子，如是欲以党权支配军人官吏，如以稚子支配大人，是何可能。”又云: “政治如唱戏，他
们唱罢我登台，好在中国一天不亡，总有我们唱戏之日，不必急煞。”这些无意中的市井闲谈，实
则富含深意，至少展现了政权更迭后北京人士 ( 包括前政权的官僚、政客) 的所思所虑。听闻其
言，黄立即意识到他们“一种不满足现政府之心，意在言外”。在新政权统治下，这些留在“故
都”讨生活的人多半并不如意。1929 年身居北京的周作人说: “民国十七年( 1928 ) 是年成不很
好的年头儿。虽然有闲似地住在北京，却无闲去住温泉，做不出什么大文章。”④苦闷、压抑之情，
隐现于字里行间。不过，与北人南行潮流相对应的是南人北来现象，此时留京的许宝蘅在一次洗
浴中，就注意到“邻座多楚人，皆南来之新俊”。⑤ 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既存研究中似未注意到此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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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从长久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一直存在南北地域之别。及至近代，这种差别依然延续着，并且
随着晚清北洋时期的内乱和地方意识增强，渐趋浓烈。有人注意到，在很长时期里，北洋政府之所
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外交“门面”的需要，问题是，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情况发生变化:“近来北京使
团的政策，明显有一种改变，遇重大交涉事件，便向地方政府分别谈判，对于北京政府已不十分重

视。”①这时身处北京的驻华美国记者阿班也指出，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外交部的功能“只
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② 外交地方化是中国实际权势地方化的表征。中央权力日渐孱
弱，地方、地域思潮蔓延开来，南北之别自然被放大。检视北伐前后诸多报刊杂志，地域观念( 尤其
是南北意识) 被屡屡提及。随北伐军进入湖北的郭沫若，发现老百姓很拥护北伐军，“他们都称我
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还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
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③这些说明，南方民众对南方的地域认同。同样，北方民众亦
有自己的地域认同。白崇禧在内部电文中说: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官兵“多系北人，北进甚为愿
意，近因调赴南方，已逃变数营，甚为可虑”。④ 除普通民众外，在高层人物中，南北地域观念也不断
显现。蒋介石在北伐军总司令就职宣言中说:“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⑤在二次
北伐中，蒋对北方民众宣称，勿被北方军阀谣言所惑，“存南人北人之见”，对北方军队也宣称，革命
军北伐旨在统一全国，“既无南北地域之分，更无新旧同异之见”。⑥ 无独有偶，张作霖就任北方安
国军总司令时，也宣言其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⑦ 张氏在会晤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时表
示，中国向来重统一，且“只有北方征服南方，决无南方来北方统一之事”。⑧ 这些言论，恰恰反向说
明南北地域之别的实际存在，并且不少势力在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地域之别亦为海内外北伐史研究者所注意。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注意到，南方革命军北伐虽然

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但在分化、各个击破北洋军阀时，常常以地域主义为辞相诱。⑨ 与此相对，北方
军阀也注意到地域问题，并以此激发所部对抗南方的北伐。瑏瑠 “南北之分”是探究近代中国军政变
动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瑏瑡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又有更深入探究。瑏瑢 这种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
形力量”的研究，无疑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价值毋庸多言。然而，地域乃地理方位用词，是不可
移动的，而人是可流动的，况且，人口流动在近代中国明显趋强。值得指出，研究北伐史，尤其是南
北地域观念问题所用的史料，很大部分是报刊杂志。实际上，不同地域的报刊杂志未必是该地域人
士的意思表达，黄尊三也不时投稿北方报纸，他的言论也很难说是代表北方。在近代中国，能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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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杂志留下文字的人，也多半是具有人身移动能力者，类似黄尊三等，人数应不少。
黄尊三是南方人，但长期居京生活，其对南方的观察，很难说是简单的“北”对“南”，或“南”对

“南”的观察，而是包含南北地域交集的复杂的立场与心态。黄氏虽列名北京政府内务部佥事、编
译等职位，但这些仅是闲差，无甚权力，所获实际利益亦不多且不稳定。黄的生活来源很大部分来
自兼差讲学、译述等。换言之，黄只是北京政权的边缘人。从日记所见，黄对北京政府没有多少认
同感。故此，其对南方政权的观感并非“敌对者”的立场，反倒有些“中立观察者”之意味。与此相
对，也未见黄对南方政权有多少向往或欣喜。北伐之初，黄并未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特别之处，依然
以军阀混战眼光视之。待到知悉其威力，已是北伐开战近半年之后了。这时黄确实对南方观感不
错，但他显然对南方政权内部结构与运作之“新”缺乏了解。很快，随着南方阵营的内争、分裂，黄
对南方的观感迅速逆转，此后很长时间里，国民革命的恐怖、杀戮占据其心间，挥之不去。综观黄氏
日记，他并未认为北方是“旧”的、南方是“新”的，至少可以说，这种感觉不甚明显。这从个体观感
与体验角度说明，北伐前后国人的“南新”“北旧”观感，即使存在，也很微弱，而且转瞬即逝。北伐
前后，国人对北方政权的失望，未必即寄望于南方政权。综观该时期的北方报纸杂志，确实常有刊
载政治弊污、学校倒闭、民众苦痛的报道，但“大体并未发现报纸舆论有将对北方政府的失望转而
寄望南方政权的”。① 约言之，在时人观感中，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
博弈的现象。这是北伐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
北伐前后黄尊三的信息来源渠道，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从日记所见，阅报几乎是黄每天的

“必修课”，从这个角度讲，黄之体验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舆论的观感。报刊无疑是时人( 主体是
具有阅读能力者) 的第一信息来源渠道。若将考察眼光回溯，至少在晚清，阅报已成为很多士大
夫、读书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晚清京官孙宝瑄就说: “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
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不读报者，如面墙，如坐井，又如木偶，如顽石，不能与
社会人相接应也。”②民国初年，报刊进一步发展，在国人信息获取中的地位有增无减。然而，北伐
前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南北的对立、战争，加上，各方均意识到“宣传”的作用，于是，信息较量
开始了，报刊成为“另一个战场”。北京当局严厉查处宣传赤化者，京畿卫戍司令部派侦缉队到北
京各书铺搜查，“凡有‘俄’‘社会’等字样的书籍尽被抄去”。北京警察厅设立检查新闻特务委员
会，检查沪、津等地来京各报。③ 1926 年秋，知识青年王凡西从北京到广州，在书店中第一次见到
《新青年》《向导》和其他普通刊物一样公开陈列，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
的书籍充斥书店柜面，感觉非常惊喜，因为在北方，这些是要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
提起”的名词。④ 当然，北方也存差异。1926 年年底，另一位知识青年侯外庐从北京到哈尔滨，在
书摊上买到《资本论》等几种经典作者原著的英译本和日译本，让他欣喜万分。这些书籍“在北京
根本无法得到”，因为“北京知识分子集中，革命运动高涨，反动派的文化控制特别森严”，哈尔滨则
“相对薄弱”。⑤ 1927 年年初，在北京的张慰慈致函身处海外的胡适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
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报刊经常被
删去文章，“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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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所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张氏认为，北京如此局面类似于法国革命
时期的恐怖统治，“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① 显见信息管控之严重。
北方如此，南方亦然。即使在北伐战事紧张推进的过程中，南方也不放松信息管控工作。郭沫

若忆述:北伐军总政治部抵达汉口后，“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
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狠干几天后，“各种宣
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② 这时正在武汉的张君劢就观察到: “武汉报纸，不论为机关报，或非机关
报，几于千篇一律;何以故，党化报纸为之也”，并认为这状况可从《检查条例》中求解。该条例规
定:凡报馆及通讯社，如有发表违背党义及不利于革命之记载，而拒绝检查者，除将该报馆通讯社即

行封禁外，所有负责人员，一律以军律惩办。③ 在如此信息管控的社会里，真假难辨，谣言漫天，难
怪《大公报》言:“时局混沌，各方消息歧出，因为大家都讲宣传，把真相隐蔽起来，反使人对任何方
面报告，都带几分不敢相信。”④时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报刊之外，还需其他信息渠道，亲友之
间的口耳相传和往来函电就特显重要。综观黄氏日记，从 1926 年年底以后，每遇南来者，黄便探听
南方消息，有时也会从南方亲友来函中了解情况。这一渠道虽信息量有限，但可信度要高于报刊。
当然，亲友言谈和信函中的信息，有时也会矛盾歧出，这就需要自己鉴别了。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书 讯·

《乡路漫漫: 20 世纪之中国乡村( 1901—1949)》(上、下册)
王先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168 元

乡村社会变迁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内容，在这场延续至今的历史演进之中，

“三农”问题始终是思想界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论题之一。本书以反思“三农”问题的形成、发展和演
变为出发点，以“乡村社会变迁”为核心关注点，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历史梳理。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以时人著述、报刊、档案以及调查统计资料等为基础，从专题研究的角度展开讨
论。本书既着重于乡制、学制、合作运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制度因素与乡村变迁的思考，力求从整
体上把握 20 世纪前期制度性变迁所引起的乡村社会演变，又着力于从区域、事件的角度展开讨论，揭
示隐含在不同地域、不同事件背后的共趋性和普遍性特征，从而呈现历史演进的同质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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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慰慈致胡适》( 1927 年 1 月 1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
局 1979 年版，第 421 页。

《郭沫若选集》第 1 卷，第 364—365 页。
张君劢:《武汉见闻》，国立政治大学 1926 年版，第 11—12 页。
《假定下之一种时局判断》，《大公报》，1927 年 7 月 2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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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Wenlan and the Movement of 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Ye Yijun ( 4)………………
Fan Wenlan was known as an extraordinary Marxist historian today． However，when he just turned from a high school

teacher into a university lecturer，and started publishing scholarly works to gain fame in academia，his resear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arxism or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Fan Wenlan，as Huang Kan's disciple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lso Gu Jiegang's close friend and classmate，was influenced by the paradigm promoted by Hu Shi and Liang
Qichao and gradually moved toward the Movement of“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zhengli guogu) ，and how his
early works were regarded by the contemporaries as part of the“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This seldom known case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the Movement of 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bout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 Case Study on Huang Zunsan，a
Hunanese Living in Beijing Li Zaiquan ( 23)……………………………………………………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 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Ｒecently，scholars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this topic with a
broader horizon，including aspects of culture，local identity and public opinions． Using the diary of Huang Zunsan，a
Hunanese living in Beijing，as major primary sources，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experience of a complicated individua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his opinion on this civil war．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northern people，
Huang Zunsan had mixed feeling toward the southern regime: he had little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Beijing Government，
but he hardly yearned for the southern regime either． The war led Huang to a dilemma，that is，he could not return his
homeland in Hunan nor stay in Beijing to have a decent life，so he was frustrated by worry and fear most of the time． To
Huang，the Nanjing Government was only ruled by the party in name，while it was actually sacrificing the state for the
party． Huang's individu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before and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annot simply be summarized as a zero-sum game and it is not enough to interpret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ith the conception of“the new South”and“the old North．”Moreover，in the wartime when valid information
was highly controlled，modern public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provided both facts and rumors，so individuals tended to
get reliable information from conversation and correspondences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Memorials to Sun Yat-sen in Shanghai ( 1925 －1949) Xu Tao ( 41)…………………………
After Sun Yat-sen's death，the memorials to Sun in Shanghai developed with a unique trajectory． Before the breakup

of the fir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y，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dominated the memorial activities for Sun in Shanghai． In the period between 1927
and 1937，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oject of Greater Shanghai exploited the name of Sun Yat-sen but had only
super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n Yat-sen worship．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with Japan，the representation of
Sun Yat-sen was destroyed and reconstructed as symbol of the power of Japanese domination in Shanghai． Therefore，the
case of Shanghai reveal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Shanghai's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orship of Sun Yat-
sen． Moreover，the relatively few memorials to Sun Yat-sen in Shanghai are due to tw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long-term
configuration of Shanghai in which the city was governed by three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Nanjing Government's plan of the
territor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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